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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間佛教行者的「現身說法」 

——從提倡動物權到提倡佛門女權 
 

釋昭慧 

 

民國七十三年九月，受到印順導師的護念，得以進入福嚴佛學院授課，那

年，筆者二十八歲，業已出家六年。當其時，筆者已預先勾勒了自己的人生圖

像：做一個專心從事學術研究與僧伽教育的比丘尼，以報答師恩，並符應教界師

友對筆者的期待。 

既然以「學問僧」自期，在那些年的山居歲月之中，自不曾有過以「從事社

會關懷」來實踐「人間佛教」的生涯規劃。因為學術研究，總要多一些獨處的時

間與空間，這與「走入人群」的生活形態，是有相當差距的。但是不料因緣際

會，在毫無心理預期的情況之下，筆者竟然會在數年之後，一步步踏上「社會關

懷」的不歸路，而且從一個沉潛優雅的學者，成為一個活動力強，具有高度爭議

性的公眾人物。 

從「學問僧」到「動物代言人」 

民國七十七年，筆者告別了爐香經梵的山居生涯，來到大台北的滾滾塵寰，

因緣際會，與諸志同道合的師友共同成立「護教組」，隸屬於中國佛教會。這是

筆者走出山門，與社會對話的第一步：試圖以組織行動來對抗那些習於侮慢僧

尼、曲解佛法的媒體與社會人士。「思凡」事件、嬰靈事件⋯⋯一連串的行動，

雖不免為自己帶來謾罵羞辱，但也證實一點：只要「共願」的力量夠大，「共

業」也不是不可轉的。 

民國七十九年，馬曉濱等三人因擄人勒贖而被判死刑，人權團體認為量刑過

重，三人罪不至死，於是展開救援行動。筆者也參與其中，並於救援過程之中，

深深感受到卑微人物被踩在社會底層的悲苦。在護教事件之中，筆者只是肯定了

自己有著一無所懼以對抗強權的勇氣，但在馬曉濱事件以後，筆者卻發現：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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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氣，還可以轉化為對眾生沛然莫之能禦的悲心。依佛法觀點：苦難往往來自罪

惡（自己的惡、他人的惡或共業之惡）；而菩薩行人既然悲憫罪苦眾生，永不捨

棄他們，這大概就命定了菩薩行人要在無限歲月的生命流中，承載著永世的哀傷

吧！ 

從那以後，筆者開始越過佛教領域，廁入社會關懷事業，早先以人權、環保

的相關議題為主。由於這些議題，往往涉及法律或政策的層面，由此筆者不得不

將社會關懷，延展為政治關懷。 

佛法「護生」到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、「動物保護法」 

民國八十一年春季，偶聞台灣掀起一股「挫魚」風潮，筆者痛切感受到被挫

魚兒的深重苦難，乃發起「反挫魚運動」，並南北奔走以邀請各界聯署，行政院

長郝伯村乃順應輿情，下令取締挫魚行業。此後許多良心人士向筆者提供了大量

的動物受虐資訊，儼然把筆者當作「動物代言人」。其實面對這些說不盡的悲慘

事實，筆者與他們一樣深感無力！原來，讓動物深陷於悲慘命運的共犯，存在於

業界、學界、消費者與半推半就的官僚體系，他們的人數與勢力過於龐大；而動

物又沒有選票，無法在民主運作的社會場域展現實力，以爭取命運的改善；牠們

日復一日大量地被虐被殺，虐殺的場所又都相當隱密，無法讓良心人士聽到牠們

的悲嚎。 

筆者衡量情勢之後，認為個人力不足逮，必須有個長期運作的組織，作為動

物代言人，透過組織的交涉，來為牠們爭取立法，尋求制度面的保障，並制止社

會人士凌虐動物的惡行；另一方面，也必須有組織運作，透過出版、文宣、教育

的努力，將「眾生平等」的理念，推廣於社會大眾之中，以糾正人類沙文主義的

偏差心態。 

就這樣，翌（八十二）年元月，筆者邀集一群仁慈的朋友們，共同組成了

「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」。台灣佛教的動物保護，早先還停留在素食、放生的

個人德行層次；自此提昇到「公共領域」，試圖在個人道德訴求之外，也促進更

有利於動物的法案與公共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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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人間或援用「動物權」（animal rights）的詞彙。其實，「動物權」的觀念

源自西方，在東方佛教，「護生」有它完備的理論架構，但「護生」的理由，卻

並非來自於「動物權」的觀念。因為，「動物權利」的來源，倘若寄諸「天

賦」，欲證成其真實性，則屬渺茫。至於在法律上，或是在實務的操作過程中，

則「權利」（right）云者，經常是伴隨著「義務」（obligation）而出現的概念。

於是，稍一不慎，「動物權」論者就會掉入「動物沒有資格取得人所擁有的權

利」之推論陷阱。 

依佛法以觀，「護生」的理論基礎，來自佛法基本原理的「緣起」法則：素

樸經驗「自通之法」（同理心）的背後，有因緣生法相依相存而法性平等的思辯

邏輯。所以護念動物，不著眼於客體「權利」的有無，而著眼於實踐主體的人類

是否有對生命苦難感同身受的慈憫心，對生態環境的感恩心，以及對眾生一視同

仁的平等心。 

然而無論如何，「動物權」觀念的提出，最起碼對人類沙文主義，有極其深

刻的反省批判之對治意義。這使得動物不再依於它是「張三或李四的財產」而具

足意義；「動物權」的觀念，賦與了動物存活於宇宙間的主體性意義（雖然那不

是「道德規範的行為主體」，卻是「道德規範所惠及的生存主體」）。 

還有，只要肯談「人權」，我人就不得不承認：這是因同情弱勢的素樸經驗

（自通之法），而建構出來的人道理想。然則，認同「人權」說法的人，就無法

迴避「動物比弱勢的人更加弱勢」的現實。所以，談「人權」的人，不宜將人與

動物的兩種「弱勢」，形成兩種對待標準。就此點而言，「動物權」的呼聲，縱

使在邏輯上容易被設下陷阱，但在運動的策略上，依然有其極高的說服力與感染

力。 

以極少數的人力財力，關懷生命協會在文教推廣、法案推動以及處理動物受

虐事件方面，成就還差堪告慰。茲舉法案推動的要點為例：協會同仁至今已促成

了兩個攸關動物權益的法案： 

�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廿七日，民間版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於立法院通過，

該版本的提案人是現已逝世的盧修一立委，推動者即為協會與諸環保、保育團體

所共同組成的「生態保育聯盟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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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三日，「動物保護法」於立法院三讀通過，這是台

灣動保界的一大盛事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：「動保法」第十條，禁止賭博性動物競賽——「反賭馬條

款」，在相關財團運用金權人脈與媒體優勢長期炒作的洶湧暗潮中，竟然順利過

關了。這是台灣政治解嚴後，社會運動的又一次重大成就——倘或沒有社運團體

持久不懈的努力與堅持，向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提供與「賭博合法化可以帶來種

種利多」迥然不同的負面資訊，影響著執政當局與立法委員的決策判斷，相信在

台灣，賭馬場（乃至觀光賭場）早已「強強滾」，帶來各種身心、家庭、社會的

不幸與動物的災難了！ 

此一法條的通過，更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與國際上的指標作用：這是台灣民

間非政府組織以自主性意識影響國會運作成功的護生法案，而且這是全世界第一

個用法律規範來禁制賭馬賭狗的法案。易言之，在法條的規範上，台灣的動保法

是有前瞻性眼光的。即使是以保護動物著稱的歐美國家，也因為賭馬牽涉巨大利

益，政商關係盤根錯節，而成為動保團體永遠的心頭之痛。但我們卻在還沒發展

到政商互利的「賺賭」關係成形之前，將它化諸無形！ 

回憶自民國八十三年始，筆者代表關懷生命協會參與農委會的「動保法草

案」起草會議。當其時，筆者倡議在草案中加入反賭馬條款，立刻引起與會爭

論，好在當時的畜牧處長池雙慶先生裁決：先納入草案之中。自此以後，社運團

體與財團間艱苦的拉鉅戰開始，而且一戰四年！這個法案的成就，得來不易！可

以說：這是台灣官方與民間的善念凝聚成的共願，它不知轉去了多少人民與動物

可能發生苦難的共業！ 

「大比丘主義」壓制佛門女權 

一般為了證成「動物權」的正義，往往援引「女權運動」而作對比。在社會

運動史上，女權運動的發生，確實也是早於動物權運動的。然而筆者卻是反其道

而行，先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動物權運動，直到今年三月底才引爆教內的女權運

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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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場運動的遠因是：約自民國八十一年起，有些關起山門做皇帝的比丘，陸

續匿名撰稿於強烈「比丘優越主義」的《僧伽雜誌》之中，要求尼眾遵行「八敬

法」（佛門男尊女卑法），並要求尼眾「背誦女人八十四種醜態」、「表演八十

四態」，以各種方法加強「男尊女卑」的意識型態教育，引起許多尼眾的強烈自

卑感。為了避免比丘尼讀者被單方面的謊言「洗腦」，筆者乃陸續展開凌厲的言

論反擊，並把握許多講學或寫作的機會，利用學理分析或文獻解讀的方式，在佛

教界公開地著書立說以「解構男性沙文主義」，俾喚起比丘尼的女性自覺。 

這樣的努力，讓大比丘主義的公開言論稍戢。當然，檯面下見不得人的動作

是不會休止的，因此筆者曾接獲罵辱式匿名信函，也確知許多對筆者中傷的言論

流傳於口耳之間。而這不但嚇阻不了筆者，反而激起了筆者的鬥志，成為佛門中

的女性主義者，徹底質疑「八敬法」或任何歧視女性的典籍內容，認為這些都違

背佛法更高的正義，而只把它們放在歷史的脈絡或是男性修道心理分析的角度，

來加以解讀。 

如果這也算是筆者在佛門中的「成就」之一，那還真是拜了這些大男人主義

比丘相激之賜！ 

在長達九年的歲月之中，筆者的女權意識，還祇停留在理論辯駁與思想建構

的層次，遲遲未有行動，原因來自於對南傳與藏傳修道女眾處境之考量。原來，

台灣比丘尼質精量多，深受長老比丘的倚重與社會人士的信任愛戴，算是全世界

佛教女眾中最幸運的了。而這種實力展現，也使得大多數台灣比丘尼較具足女性

自覺意識，對於辱慢女性的經律內容，不會輕易合理化它們，即使無法像筆者般

滔滔雄辯，把它批得一文不值，最起碼也會把它們「擱在一旁」，不予理睬。 

然而相形之下，那些藏傳、南傳女眾，連成為比丘尼的機會都被比丘結合政

治力，硬生生剝奪掉了，還談什麼「男女平等」？筆者的疑慮是：若操之過急地

展開佛門的女權運動，會不會導致藏傳與南傳比丘更是因恐懼女眾得勢，而加強

打壓修道女眾的地位，讓她們更是沒有成為「比丘尼」的機會了呢？ 

但是，話說回來，台灣比丘尼若不能成為全球佛教修道女性的代言人，則藏

傳、南傳女眾在亞洲父權社會，就更別希冀「出頭天」了。所以思之再三，筆者

實不能完全受到南傳與藏傳佛教女眾處境的微妙牽制而就噤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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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「無明我慢」作祟而又「近親相嫉」的人性微妙心理作祟下，「男女平

等」這個在佛法的「眾生平等」前提下再簡單不過的邏輯，在現實環境中，卻受

到一連串嚴酷的考驗，而且是自佛陀時代以迄於今；在歷代典籍論述中，殘留下

了鮮明而不合邏輯，但又影響深遠的「男性沙文主義」遺痕。 

律言「比丘僧伽、比丘尼僧伽」，連比丘「轉根」（變性）成女性或比丘尼

「轉根」成男性之後，都不用重新受戒，可見「生理器官不同」根本不是重點，

比丘戒與比丘尼戒的位階是完全相等的。然而在男性擁有經典結集權與解釋權的

情況下，女性被徹底「妖魔化」成了具足「八十四種醜態」的怪物，被「扣帽

子」成了「使得正法只能延續五百年」的罪魁禍首，並被套上了所謂「佛制八敬

法」的緊箍，比丘藉此以合理化「將比丘尼予以壓制乃至消滅」的正當性。 

「八敬法」使尼眾自卑，比丘驕慢 

「八敬法」，是八則男尊女卑法。它扭曲了佛門健康的兩性關係，讓許多比

丘尼自覺「矮了比丘一截」，而萌生了極大的自卑感；它已成為比丘對比丘尼可

以隨時祭起的緊箍咒。「八敬法」更讓許多比丘沉淪在「法定的優越感」中，無

法長進。他們既放不下身段以向卓越比丘尼（或沙彌尼）學法，更無法以正常的

長幼倫理來面對長老尼，自卑與自大交綜，嫉妒與驕慢滋長。顯而易見地，「八

敬法」讓出家二眾都成了修道上的「輸家」。 

台灣佛教自光復以來，在老一代佛教領袖們開明作風的呵護下，一向有僧尼

互敬互信的良好傳統。但不幸的是，一些年輕出家的「小伙子」們卻打破了這種

均勢，熱切展開了「男尊女卑」的「洗腦」教育，讓許多女眾因此種不人道教育

之自我暗示而心理全盤繳械，甚至進而成為「推廣男尊女卑觀念」的幫凶。這股

「反智」逆流，已讓台灣佛教男女平等的良好傳統，受到極大的挑戰！ 

他們結合中國大陸歧視比丘尼的佛教力量，變本加厲，利用少數奴性較強之

比丘尼作為共犯，透過戒場與佛學院系統，做神不知鬼不覺的「洗腦」工作。這

種不人道的洗腦教育業已產生後遺症：如今連許多戒場與佛學院，都已厲行「八

敬法」。有的佛學院，不但要求尼眾向同為學生的比丘同學頂禮，而且還規定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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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眾與「小眾」負責吃剩菜，比丘則免。就筆者所知：海峽兩岸之佛教，於近年

來有變本加厲地要求女眾「奉行八敬法」的傾向。某戒場甚至竟要求傳戒的大德

長老尼「頂禮新受戒比丘」，長老尼們至為憤怒。 

在佛教中，男尊女卑的律法，豈只是產生了「讓長老尼跪拜小伙子」這樣不

倫不類的現象？它甚至讓許多比丘漂離了對「法」的禮敬心。筆者親聞：一些比

丘向一位具德南傳沙彌尼請示禪法，竟然端坐讓她跪地開示法要。請看：這是何

等令人厭惡的驕慢相！在他們的心目中，身份竟然比「法」還更重要！「人坐己

立，不得為說法」，這不正是「佛制」的要求嗎？他們如果真那麼重視「佛

制」，就不會心安理得地讓說法者面臨著「人坐己跪」的尷尬處境。 

這種惡劣趨勢，正是促使筆者用霹靂手段點燃「八敬法非佛說」引信的導火

線。筆者衡量重輕，認為：解構佛門男性沙文意識，一定要先從「推翻八敬法」

下手。筆者更進而研判：不能讓此一議題成為佛門「茶壺裡的風暴」；唯有讓佛

教適度承受社會輿論的壓力，才能讓佛門大男人主義者迫於形勢而「心智成

長」。 

由誰來引爆它呢？如果有其他德高望重的長老尼相挺，當然成效會更加良

好。但這樣一來，很有可能讓這些長老尼承受著「陣前炮灰」的風險。筆者不忍

他們因出面相挺而受到傷害，所以決定：就讓自己成為唯一被鎖定的攻擊目標好

了。一來筆者一向給人「強悍」而又能言善辯的印象，讓理歪氣纏的對手懼怕幾

分，不敢輕啟戰端，以免自己灰頭土臉，有損於「男性尊嚴」；二來筆者畢竟還

有些社會知名度，他們可以關起山門對付其他比丘尼，但若想「修理」筆者，就

勢必要評估對他們絕對不利的輿情。 

什麼時機才是最好的引爆點呢？趕得好不如趕得巧，任誰也沒料想到：時機

竟在倉促之間來到。今（民國九十）年三月下旬，筆者偶從閱報得知：達賴喇嘛

將於三月三十一日來台灣弘法，四月一日，達賴喇嘛將以「新世紀的道德觀」為

題，進行專題演講。這給了筆者一個靈感。 

達賴喇嘛面對「廢除八敬法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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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，吾人將在三月三十一日，於中央研究院舉行慶祝印順導師九六嵩壽的

「人間佛教，薪火相傳」學術研討會。筆者認為：對應於藏傳佛教女性的處境，

我們可選擇在大會上正式宣告「廢除佛門男女不平等條約」，這在世界佛教史

上，將具足「新世紀道德觀」的空前意義！筆者並決定在達賴來台前，就先丟球

請他接招，於是撰為〈達賴喇嘛加油！——談「新世紀的道德觀」，何妨向台灣

佛教取經〉一文，刊於九十年三月廿八日《自由時報》「自由廣場」。該文的大

意是： 

新世紀的道德觀，正巧是佛教的「眾生平等論」，亦即是徹底挑戰著男性沙

文主義與人類沙文主義的道德觀。而台灣佛教，在這兩方面所交出的成績單，都

是舉世超前的。達賴喇嘛來台，似應先行了解，不恥下問！達賴喇嘛倘還在大男

性主義比丘的壓力下，以「傳承已斷」作為藉口，而不讓西藏「安尼」成為與比

丘地位平等的「比丘尼」，那麼，他的演講還能具足「新世紀」的意義嗎？他來

台灣，不僅應是「弘法」，而應來此「取經」，聆聽台灣傑出比丘尼的「現身說

法」。 

策略上筆者的研判是對了。這一發佈消息，佛門女權運動果然一炮而紅。三

月三十一日在中研院舉行的「人間佛教，薪火相傳」研討會，開幕典禮中，主

席、來賓致詞之後，大會隨即進行「宣告廢除佛門兩性不平等條約」儀式，由筆

者發表「當代大愛道的二次革命——廢除八敬法宣言」。由於佛教第一位比丘尼

大愛道，就曾質疑過八敬法的正當性，認為僧尼應依加入僧團的資歷來論禮數，

所以筆者略帶嘲弄的態度，將這次的運動，定位為「當代大愛道的二次革命」。

當日，筆者並邀請八位僧信四眾弟子，一起來進行歷史性的、世界性的首創之

舉——撕揭八敬法條文，以象徵開明的四眾弟子共同廢除八敬法。 

當日有少數參與研討會的佛學院比丘，拿著「印順導師同不同意你這麼做」

大作文章，更有中佛會比丘們惱羞成怒，事後去函逼導師表態，期能以此入筆者

於罪，但那更凸顯了佛門男性既得利益不肯放捨的事實，也就反證了筆者的不平

之鳴其來有自，「造反有理，革命無罪」。 

達賴喇嘛畢竟見過世面，腦筋比這些「飯桶」比丘清楚，他知道自己已接到

了一顆燙手山芋，連忙踢皮球道：此事非常複雜，非他一人所能決定，最好邀集



人間佛教行者的「現身說法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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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傳、藏傳佛教之比丘僧代表開會以研議之。然而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南傳比丘

在女眾跟前高高在上的姿態，比藏傳比丘尤甚，然則，集南傳、藏傳比丘僧代表

來開會決定修道女性的命運，這豈不是一群黃鼠狼在決定處置嫩雞的命運？ 

無論如何，這場佛門兩性的角力，大體上還算是成功地達成了筆者所預期的

「震撼教育」效果。江燦騰教授以「告別傳統——迎接佛教兩性平權的新世紀」

來為世紀初的佛門大震撼，作了精準的定位： 

「此一漢傳佛教千年來前所未有的大膽革新舉動，當時除了立刻獲得台灣社

會各方輿論的普遍肯定之外，也使台灣現代比丘尼呼籲佛教兩性平權的偉大訴

求，不但直接強烈衝擊著二度來訪的達賴喇嘛，使其不得不立刻回應（※儘管仍

躲躲閃閃）此一具有普世人權價值的理性專業訴求，其後也連帶衝擊到台灣傳統

的佛教界和亞洲其他地區的佛教界，並且儘管彼等的回應方式頗不一致，甚至連

世界華僧內部的共識也遲遲未能達成，但台灣佛教現代比丘尼的專業水準之高，

及其能倡導亞洲佛教兩性平權新思維的睿智遠見，已堪稱為百年所僅見的世紀大

手筆。」1 

許多人很有興趣知道筆者個人在兩性互動中的心理背景，有一位政客比丘甚

至惡毒造謠，說筆者是因「過去受到比丘欺負心理不平衡」所以才「言論偏

激」。 

正好相反的是：作為一介比丘尼，筆者個人何其幸運！由於長期為佛教與眾

生而打拚的成績，受到教內長老法師的普遍肯定，所以不但沒有「身為女眾而受

到歧視或欺負」的不愉快遭遇，反而承受了許多來自教界人士的恩澤。特別是我

尊敬的一些長老比丘們，對筆者無私地給予呵護，無論是在精神方面的指引還是

在財力方面的援助，其恩惠都如山高海深，令筆者永難忘懷。所以，當筆者擬欲

引爆佛門男女平權之話題時，面對著這些恩情，內心還是極度掙扎的。 

菩薩道的實踐 

坦白說，筆者內心深處，不免懷負著「是否會有恩將仇報之嫌」的道德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《弘誓雙月刊》第五二期，台北：弘誓文教基金會，民九十年八月，頁一∼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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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回想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，中華佛寺協會改選理監事，筆者竟然謬承諸山

長老法師支持，獲得第二高票（僅比理事長開證長老少了兩票）。中華佛寺協會

的會員，是由諸佛寺住持為當然代表，此中有比丘，也有比丘尼；他們對筆者的

共同愛護，證明了筆者所受到的肯定，其實是超越性別的。筆者早就預見：提倡

佛門女權運動，這會是吃力而不討好，「徒惹得一身腥」的。不但許多業已被奴

化的尼眾不會領情，更容易因此而被大男人主義的既得利益比丘們視為眼中釘。

如果為了保護筆者個人在佛教界的聲望，實不宜淌此渾水搞啥女權運動，得罪一

些原先對筆者甚表認同的比丘，招感來這麼多意識形態上的敵人。 

然而在動物權運動告一段落之後，筆者終於還是引爆了這場於己無益的女權

運動，這只能說是「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」的內在驅策力使然吧！ 

介入到社會關懷的場域，雖使筆者再也無暇專志做學問，從而無暇再作那種

細碎考證的「微觀」式學術論文，但是另一方面，「宏觀」式的論文卻展現了

「純做學問」的學者時代所沒有的識見。更重要的是：筆者已以行動證明：「嚴

淨國土，成熟有情」的大乘理想，不祇是經典中遙遠的本生故事，也不祇是大地

菩薩的超人身手，這確乎是可以透過凡夫菩薩的血肉之軀，在共願同行中，共同

成就的！過往在山中研教，雖然知道有「菩薩道」，也對大乘法義如數家珍，但

面對生命的根本缺陷，以及無涯無盡的眾生界，總有深沈的無奈之感；直到從事

社會關懷的事業，感受到生命之中有股力量源源而來，感受到共願同行扭轉共業

的功效，這才真正踏實地肯定：「菩薩道」是有的，也是可以走得下去的！ 

這些超越局限的生命經驗，大概就是筆者從事動物權與女權運動，給自己的

生命帶來的最大回饋吧！ 

 

九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于尊悔樓 

——刊於九十一年元月第一七三期《當代》 

——本文將發表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日「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」研討會上 

 


